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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符号的存在条件 

——象征交换理论与总体呈献理论的理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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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象征交换理论是鲍德里亚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权力的著名政治哲学维度。但是象征

交换理论对权力发生学的两个关键问题缺乏解释：参与者为什么会加入带有生死冒险的符号游戏；为什么共同体

生成符号会发生转变。由于存在权力发生学意义上的这种解释缺位，象征交换思维只能被当作某种天然思维。考

察其理论来源发现，莫斯在描述“礼物机制”时，曾对生死冒险和共同体生成符号演变原因有解释。莫斯的描述

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有很大契合性。因此，重新比对莫斯和鲍德里亚关于

权力的理解差异，是重构该理论、增强该向度的解释力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权力；象征交换；礼物机制；莫斯；鲍德里亚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4−0034−07 

                                                           
 

象征交换思维是一种在交换过程中，永远指向平

等和对等、谁都不过多索取的思维机制。自让ꞏ鲍德里

亚通过阐发莫斯人类学描绘的“礼物机制”而被提出

之后，它一直对西方左翼有巨大的理论魅力——内在

地为平等提供了一种建构可能。特别是当它作为资本

主义的积累性思维的对立面而存在之时，更是因其潜

在的、对资本逻辑的颠覆性而引起巨大的理论关注度。

一般来讲，莫斯的理论影响集中在“经典的宗教研究

和规范化的人类学研究”[1]。但是，因为礼物机制所

描述的对等与平等模式所带来的巨大感召力，莫斯的

影响一下子溢出了传统的宗教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范

围。例如西方左翼对某些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立足

点的人道主义援助，就曾以莫斯的范式来分析，并指

出其中的文化隔阂。也就是说，从莫斯的范式来看，

很多国际援助用原始的“礼物”思维来看，是具有否

定性意蕴的，莫斯语境里的“礼物”思维是和现代商

品经济格格不入的[2]。亦有学者指出，莫斯所描绘的

礼物机制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代替对抗性

——例如掠夺和战争——的“游戏机制”，这种游戏

机制使得更具合作意蕴的共同体机制成为可能[3]。正

是在这种理论潮流之中，鲍德里亚也对莫斯的研究进

行了进一步深化。 

但是，仔细审视却不难发现，鲍德里亚只是对莫

斯的部分研究结论进行了肯定，从而展开了象征交换

理论的建构，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却并未给出太多

的建设性意见。从其演化过程来看，鲍德里亚在其后

期思想中只是“挑衅性地在理论上成为一名自我标榜

的恐怖分子”[4]。因而，鲍德里亚给出的抑制符号权

力的诊疗方案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引出

‘无’，使‘无’在场”[5]。也就是要人类集体以一

种对空无和不确定性的敬畏，放弃对人类自设意义的

追寻，从而和“无”进行“交换”，这使得鲍德里亚

的思想走向荒诞化。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鲍德里亚

实际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分的理

论，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物恋”的虚幻性，批判了

“只是占有符号价值的对象所体现的物恋生产”[6]。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不给出实践机制与符号机制的基

本关联性分析的情况下，鲍德里亚的这种批判具有很

强的理想化和应然化的说教色彩。面对这种情况，十

分有必要对理论反思：为什么一个旨在为人类实现平

等而努力的理论探究，却 终以“荒诞玄学”收场？

对于这个问题，还应从鲍德里亚的范式来源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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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死冒险背后的利益——莫斯语境 
中“灵”的利益维度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人类学分析之中

所总结出的“礼物机制”，是鲍德里亚象征交换思想

的理论来源。“礼物机制”在莫斯的学术话语体系中

被界定为“总体呈献体系”，它是一种古代社会的交

换规则。在这种交换之中，交换双方在乎的是自己比

对方多付出。并且，因为交换物之中内藏着某种灵性，

所以交换双方都有一种回礼的神圣义务。如果拥有他

人的礼物，而不对等地回赠他人，那么其手中的礼物

之中的“灵”，就会伤害他。由于这种规则是从对“原

始”的考古中得来的，于是这种古老的思维机制    

看起来是一种人性中天然的机制。由此，在鲍德里亚

的语境里，这种思想被理解为可以为了象征层面    

的平等而不惜付出生命。鲍德里亚也对此进行了大量

理论阐发。不过，仔细审视莫斯的许多描绘，不难发

现的是，鲍德里亚象征交换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更像

是某种一厢情愿的“误读”。因为，围绕“回礼”而

产生的诸如耗费、过度消费、浪费的“竞技”等诸多

行为，莫斯其实是描绘过这些行为中的某些世俗盘算

的。而这，则在鲍德里亚的“范式移植”过程中被剔

除了。由此，它才成为了一种看似天然的思维机制，

成了鲍德里亚分析范式的理论前提和论述依据。 

首先，莫斯语境中的“礼物机制”，存在对馈赠

对象进行挑选的环节。莫斯在其所摘录的古诗中，描

述了选择赠礼对象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一定要选择慷

慨的人来赠送。因为，“吝啬鬼总是怕礼物”[7](5)。对

于不慷慨的人来说，赠礼并不能建立往来不绝的“礼

物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向慷慨的人送礼，才会得到

加倍回赠。礼物并不是白白赠送。相反，在赠礼之初，

“礼物机制”的发起者就是要求以回报为潜在前提的。

也即“互赠礼物的朋友才是 长久的朋友，只有那样，

礼物往来才不辍”[7](4)。在分析著名的、由马林诺夫斯

基 先描绘的“库拉圈”之时，莫斯详细阐述了库拉礼

物往来的形成。而在这种形成过程之中，“对家”如

何挑选，是极其讲究的。诸种程序的复杂，以及“开

礼”的谨慎，都是因为某些优质的“对家”是多方均

想建立“礼物机制”的稀缺对象。也就是说，“主要

考虑的是对方的地位，而且必须捷足先登，比别人更

早地接近目标。谁能招来 富有的人并与其进行大量

交换，谁自然也就会成为 富有的人”[7](44)。其次，

在向自然进行“礼物”交换时，人们也并不是毫无索

取的。相反，向自然献礼，往往希求的是自然反馈以

慷慨的回赠。献礼之初，献祭者就默认自然是将回馈

“丰收”的。而对于已经故去的、象征着“冥界”的

自然，即某些祖先的亡魂这种“自然”，人们与其进

行礼物交换的思维也是这样：把与生者同名的亡魂以

及“自然”作为“礼物机制”的“对家”，是“能够

促使死者、诸神、事物、动物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灵‘对

他们慷慨大方’。所以说，交换礼物能带来丰厚的财

富”[7](23)。这就意味着，虽然原始部落还处在启蒙祛

魅阶段，但是他们的信仰也并不是单纯虔诚的。相反，

他们对自然和亡灵的敬畏，是带有世俗盘算的。这种

“礼物”循环是包含着不可忽视的利益期望的。虽然

莫斯将“礼物机制”归纳为“贵族式的”，但这其实

只是量的意义上的“贵族式”，而不是不图回报的慷

慨。在一种长远投资的情况下，富有的人会寻找其他

富有的人来进行礼物交换，以便把财富的耗费作为一

种“债券”存贮在其他富人心中，从而让自己的子孙

能在未来获利——这是“确保子孙福祉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当孩子很小就成为孤儿的时候……”[7](56)所

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在古式交换之中，交换者到

底重视的是物之中的“灵”本身，还是更看重这种

“灵”所要求的回礼的强制性，这是有待商榷的。如

果更看重的是回礼和世俗盘算，那么，物中的“灵”，

只不过是“市场监管”缺位时的“形而上学法庭”。 

 

二、莫斯语境中“礼物”交换共同体 

的生灭 
 

在莫斯笔下，任何在共同体意义上参与“礼物机

制”交换的单位，都带有很强的权力色彩，甚至是战

争色彩。但是我们也看到，莫斯也提到过共同体间“礼

物机制”消亡的原因——君主制的确立——一种新的

更具对内指向性的上层建筑建构形成，代替了原来岛

屿间的激烈竞争模式。这实际上在指称一种共同体首

领的角色转化：从代表共同体来进行对外竞争的角色，

转化为对内实行权力职能的角色。莫斯的这种阐释视

角是鲍德里亚所忽视的，特别是这其中所折射的经济

利益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鲍德

里亚同时期的理论家布尔迪厄也对鲍德里亚做出了反

驳，“他(布尔迪厄)将莫斯寄予道德含义的礼物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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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象征资本’，背后不仅隐含了权力支配逻辑，

更有潜在的经济利益”[8]。所以说，将莫斯所内蕴的

经济利益包含进来，从而更加深入地考虑礼物机制的

兴衰，是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也可以借布尔迪厄的

分析来这样理解，即所谓“象征资本”意味着莫斯语

境里的符号是始终指向和关联着新的经济增量的，它

虽然是符号，但是它的本质在于带来经济的增殖。这

是理解莫斯语境里的符号的关键一环。 

从具体层面来看，在描绘库拉圈中的远航的时候，

莫斯指出，远航的首领只是一个团体代表，而其所携

带的“礼物”，绝大部分来自其亲属或臣属。对于库

拉圈中远航的首领而言，他的任务是代表其所在的团

体，完成“总体呈献”。而他的 大目标就是，“作

为回报，一旦远航归来，大部分换得的外罣①便会被郑

重地转给各村落、氏族的首领，甚至发给有关氏族中

的普通成员；总而言之，会转发给所有直接或间接地

(绝大多数是间接地)参与了远航的人”[7](46)。这是一

段很明确的关于分配原则的描述。也就是说，在鲍德

里亚所谓的象征交换之后，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再分

配的环节。莫斯常常提到，在“总体呈献”的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首领之间因为争斗而致死的情况，这也是

鲍德里亚认为人会为了象征层面的意义而奋不顾身的

理论依据。但从这个记载来看，我们也可以得出首领

们拿生死进行冒险的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说，作为团

体的代表，首领是负载着整个团体的经济利益的。所

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库拉圈之中的“远航”，实际

上是一个不定期发生的经济机制。各个参与团体，都

携带着各自通过集体筹集的经济总量来加入这场交

换，并且还是要求有回报的。莫斯的这种记载，就说

明“原始”的“礼物思维”和鲍德里亚所畅想的纯粹

的符号游戏，有重大区别。 

在提到总体格局之中“礼物机制”消亡的时候，

莫斯总结说：“夸富宴之所以在波利尼西亚的某些地

方会消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这便是差不多各岛的

氏族都发生了确定的等级分化，甚或围绕着一种君主

政体集中起来；因为那样便缺少了夸富宴的一个主要

条件，即等级的不稳定性，而首领间相互竞争的目的，

正是为了确定一时的等级。”[7](29)莫斯进而指出，首

领间确定一时的等级，是因为势力范围总是需要不断

重新划分。莫斯的这一记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

哲学启发，那就是说，用带有“灵”的物来进行竞技

游戏，为的是依靠“灵”这种符号层面的计量单位所

能表征的胜负次序，来进而确定其他物的分配权重

——例如土地、领地、库拉资源等。所以，面对这种

符号层面竞争的消亡，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由君

主制所表征的新的分配机制开始获得更多的重视，并

且它大过了先前面向岛屿间的分配重视。这是一种能

够反映新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机制——存在着面向

岛屿内部的巨大吸引力，使得首领们开始淡化岛屿间

的符号次序。因而，对首领而言，内部的等级关系就

更加重要。于是共同体间的符号地位、权力次序，就

在一定时期被弱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二分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的话，那就应该解

释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岛屿内部的经济增量开始

大于岛屿间用于交换的分配总量。故而，上层建筑便

开始发生变化，岛屿间的联系开始变得分散化，以及

岛屿内的君主政体得以展开。基于这种分析，那么我

们就应该这样来理解符号权力体系：它是一种在丰富

的“物”的分配之前，所需要确立的分配权重体系。

无论这是想让“自然”给予更多，还是想让“对家”

给予更多，还是想在分配领地的时候分到更多，这都

是一种面向物质利益的符号次序。只不过，“这种所

有权被表述、被设想成一种精神的关联”[7](21)。 

这一点也可以根据莫斯对某些拒绝加入共同体的

情况的记录来分析。莫斯分析说：“拒绝赠与、不做

邀请，就像拒绝接受一样，无异于宣战；因为这便是

拒绝联盟与共享。”[7](20−21)莫斯此处关于联盟和共享

的分析，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联盟是为了分享资源。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脱离共同体就意味着，

要独享某种原本被认为属于大共同体的资源。而这是

不被允许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总体呈献”的

权力意蕴就在于，各个分散的团体因为要集体分享总

体资源，所以总体呈献的竞技性才会如此激烈，以至

于出现首领死亡的情况。同样的，首领的生死冒险，

也是因为其承载着重要的经济任务：为团体带来更多

的物质利益。 

综合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出，符号层面的竞技，为

的是一种符号体系中的次序争夺。之所以有这种争夺，

是因为符号体系的次序，对应着现实资源的分配权重。

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来表述的话，即上层建筑层

面的争斗，反映着经济基础的矛盾。基于此我们才能

理解，为什么在莫斯的语境里，对符号体系的分析是

基于物质资源，而在鲍德里亚的语境里，符号层面的

竞技，就只是纯粹的符号游戏、能指循环。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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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去除了这种符号体系和资源的对应关系，才

导致其语境中的符号竞技成了单纯的符号场域的权力

游戏。也可以说，“鲍德里亚对生产在社会中的作用

视若无睹，对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把握流于片面”[9]。 

 

三、鲍德里亚对符号体系演化原因的 

解释缺位 
 

在对符号体系的分析之中，鲍德里亚认为在前资

本主义时代，符号体系因为其起点来自诸如上帝、自

然等终极性代表而具有稳定性。于是，终极符号作为

必须对其进行“回礼”的“对家”，保障着交换的平

衡。继而，鲍德里亚认为人类的“异化”，缘于脱离

终极符号而自我构筑符号体系。但是，鲍德里亚     

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对鲍     

德里亚来说，其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是因为在

莫斯的语境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不是这样。而至

于这种“不是”的原因是什么，鲍德里亚对此是沉  

默的。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资产阶级是打破符号稳定

性的始作俑者——“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

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10](63)。所谓公开竞

争，就是打破此前秩序的层层有序和按部就班。在前

资本主义时代，上帝、自然、天、神等等终极符号，

是不可动摇的逻辑起点。因而这种终极性的不可动摇，

固定着人类的符号体系、天人关系、社会秩序。进而

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消解了这种牢固性。必须

承认的是，这种指认不是孤例，除了鲍德里亚以外，

黑格尔、尼采等等，也都指出了“上帝死了”这个事

实。于是，“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

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

号”[10](63)。由此，鲍德里亚认为，资产阶级因为获得

了自主构造符号体系的自由，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的统

治者。在经历了诸多符号仿造阶段后，资产阶级在运

用符号构筑“结构价值”之时，达到了统治的顶峰。

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只需要不断在自己构筑的符号

体系之上一次又一次完成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就能

扩张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虽然鲍德里亚对于分析资

产阶级符号权力的运作方式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

献，虽然鲍德里亚对资产阶级的符号权力做出了深刻

的分析，但是因为缺乏对符号“解放”原因的分析，

于是，鲍德里亚语境中的这种“异化”就只能被理解

为人类主观性的一次突变。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才

出现了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鲍德里亚所采取的理论姿态 

——对压迫还以主观层面的挑衅。 

洞察了鲍德里亚这样的理论立足点，我们就很好

理解鲍德里亚为什么会对死亡与权力做出“延异论”

的分析。这是一个经由鲍德里亚，直至德里达而发展

得十分成熟的概念，意指精神由于接受了某种无法偿

还的恩赐，从而处于劣势地位。在德里达的语境里它

被表述为不能对某种至高性负责。而这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而至高性所要求的责任必然是无限

的。所以，“内疚是本来就存在于这种责任之中的，

人不可能负起这种责任，因为责任本就包含着不对

称”[11]。对于鲍德里亚来说，资产阶级符号体系的权

力地位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

阶级在主观层面悬置了死亡，于是被压迫者在主观上

不能对对方进行死亡层面的“回礼”。于是被压迫者

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慢慢地“偿还”这种“礼物”。

这也就是所谓的延迟的死亡，也即把生命作为一种还

债物，以劳动的方式，慢慢地“分泌”出来，从而偿

还在这场游戏中的交换。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也可以

说成是资产阶级对死亡的悬置，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

“赐予”生命。而接受“生命”的一方，如果不能归

还这种施舍物，也即用立刻死亡来否定这种象征层面

的施舍，那么就要用长时间的异化劳动，把生命消耗

掉，从而归还这一“礼物”。于是，鲍德里亚断言，

“这一切改变了有关废除权力的所有革命观点。如果

权力是延异的死亡，那么只要这种死亡的悬置没有消

除，权力就不会消除”[10](55)。相反，被压迫者，例如

战俘，他们的死亡反而是一种荣誉，“战俘被简单地

处死(这给他们带来了荣誉)……劳动的人仍然是那些

没被处死的人，那些没得到这一荣誉的人”[10](54)。正

像莫斯将“礼物机制”定义为“贵族式”的，鲍德里

亚也以类似的方式认为，能够在生死冒险之中完成    

象征层面的对等，也是可敬的。对于象征交换逻辑来

说，符号层面的运作是一种恒常机制、固有机制。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的运作和现实的运作，在

符号意义上是同构的”[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被当作消费社会来理解的 

社会组织形式——是一种社会分层系统、社会控制  

系统[13]。 

以上两点是鲍德里亚关于资本主义的权力分析的

核心内容。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其理论缺陷也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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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一则，鲍德里亚没有说明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后，

不稳定的符号体系能够开始四处预演和构筑；二来，

鲍德里亚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被压迫者会接受这种

主观性的“变异”，接受一种非荣誉的地位——难道

压迫者回避和悬置这种挑战，这种挑战就必然能够被

回避和悬置，而被压迫者却从来设想到主动开启吗？

也可以说，在鲍德里亚的语境里，“人的一切生活都

变成社会编码机制中的一个片段，人失去从生到死的

自主权利”[14]。这种结论的得出，实有过分强调符号

机制的天然性与独立性之嫌。因而，符号体系的权力

效应，需要另外的解答。 

 

四、生产是否只是映照之“镜” 

  

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看，封建秩序的

瓦解，神圣观念的没落，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兴

起和衰落，都是由生产来主导的。生产的发展，导引

着共同体的结构变异，催生着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不

过，在鲍德里亚的语境中，受拉康影响，生产被指称

为一种被人用来映照和观看自身的“生产之镜”。 正

是对生产的“镜像式理解”，使得鲍德里亚有关生产的

理论分析不再是其解释社会演进的核心依据。而这有

待商榷。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学理论中，符号自成体系的自

我预演，能够产生一种“结构价值”。并且，观看这

种结构价值的增值，会产生一种崇拜心理。由此，权

力的合法性得以维持，权力体系得以保存，“结构价值”

的观看者，也因而接受了从属和附庸的地位。鲍德里

亚以纽约双子塔为例，论证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一

座大楼的虚高，是以另一座大楼的虚高为对应的，它

们构成空洞的符号对照，并且双方都在这种以另一个

空洞符号为对象的循环之中做内部循环运动。由此，

空洞的符号系统不断推升着自我预演所砌高的“结构

价值”。而观看者则因为接受了这种空洞，而产生一种

对其结构价值的崇拜。“这一景象非常壮观。从巴黎

德芳斯或纽约世茂中心那些难以理解的高楼到媒体的

信息大厦，从钢铁联合企业到庞大的政治机构，从大

都市到对 微小的日常行为的荒谬监视——到处都像

本雅明说的那样，人类变成了自己的观赏对

象。”[10](264)这即是鲍德里亚所指认的主体对符号体系

的观赏与附庸。基于同样的认识范式，生产也成了鲍

德里亚所质疑的活动环节。他认为，人类观看自己的

生产及其结果时，也正像观看这些大楼时一样，是怀

着一种对人造物崇拜的心理。人们观看生产的人造物

之积累时，就像观看符号景观所构筑的结构价值大厦

一样时，是抱着一种附庸和迷醉的心态。“人们通过

劳动实现着对自身的辨认，在他的影子中完善着自己

(他自己的目的)，通过这面正在运转的镜子，这种理

想的生产主义自我反思着自己。”[15]这便是鲍德里亚

对生产理论的重构。可以说，鲍德里亚将生产活动，

也归结为一种由符号式冲动所驱动的活动。生产，因

而成为满足某种“天然”的符号思维和心理机制的活

动。而这正是需要再次质疑的问题所在。如本文开篇

所提到的，之所以鲍德里亚会提出人类和“无”进行

交换的理论，就是因为鲍德里亚认为人以什么为

“镜”，人就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如果以生产为

“镜”，那么人就会崇拜人造物的积累，就会有积累

性的思维，就逃不出资本逻辑的操控。而以“无”为

“对家”，那么人就能克服异化，完成象征层面的平

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镜像理论来论述象征层

面，这面临着象征交换分析的范式首创者——莫斯的

挑战的。因为，镜像式的生产理解本不包含在莫斯的

语境中。而莫斯语境里的生产，则是另一种理论样态。 

从传统的生产观来分析的话，莫斯的解释实际上

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契合性，因而也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这就是说，符号领域里的竞技，是建构在一定

历史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上层建筑。随着生产方式的变

化，上层建筑开始发生重置。例如，地方性的君主制

开始兴起，大范围的“总体呈献机制”的逐渐瓦解。

也就是说，上层建筑、权力符号体系，其存在条件是

共时性的生产能够提供更多的总体资源以供分配。只

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生产仍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

增量来支撑未来的资源分配的情况下，符号权力体系

之中的竞技才有意义。如果真的像鲍德里亚所指认的，

包括生死冒险在内的符号竞技，都是天然的思维机制，

那么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君主制兴起之后，这种大

共同体的“总体呈献体系”会式微呢？而以传统的马

克思主义生产理论来解释的话，它的答案是：君主制

的引入更加切合后一个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由此，以

君主制的形式，面向地方性的分配，成了更为贴合实

际的上层建筑——君主制形式的内向竞技，取代了大

范围的“礼物机制”的竞技。同时，这也解答了交换

的“延迟”问题。在莫斯的语境里，交换是有“延迟”

的。也就是“回礼”是要经过一个时间间隔的。而在

鲍德里亚论述死亡问题的时候，其要求却变成了以立

即死亡，进行象征交换。这就和莫斯的范式有了直接

对立性的差异。究其原因，莫过于，在莫斯的范式中，

符号层面的竞技是面向经济领域分配的。符号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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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所确立的权力体系，是为了确立一种面向经济

增量的分配权重。“故此,‘礼物交换’被看作一种经

由时间间隔而实行的‘行动策略’。”[16]在莫斯的描

述中，死亡只是有时候才会出现，特别是那些作为首

领来进行交换的人才会出现偶尔死亡的情形。在更广

泛的层面来看，礼物机制不会导致很多死亡的情形。

这很好理解，因为开礼、回礼本身就为的是“礼”，

而不是生死冒险本身。而鲍德里亚范式里的生死冒险，

成了纯粹符号领域里的冒险游戏。从莫斯的范式来看，

“开礼”“回礼”，这期间有间隔，那是因为它面向

的是未来的经济增量。他对于时间间隔的描绘，表现

出经济增量的巨大作用。 

从马克思哲学的范式来看，道理也是一样。如果

我们把交换价值拥有量层面的贫富差距，也看作一种

由价值符号所表征的权力符号体系的话，那么总产品

分配的巨大作用就立刻突显出来。资本家盈利，工人

领取工资，实际上都领取的是一种确认社会关系的符

号——交换价值量、货币量。量多量少，即富有和贫

穷。在不涉及具体物质的分配的时候，这种量多量少，

只是一种符号层面的抽象地位。但是，对于结合着具

体的分配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生产过后，双方各

自持有的货币量，决定着他们对产品拥有权，富人将

因为货币量持有的优势，获得产品的优先分配权(高价

购买) ——一种竞争和量的比拼意义上的优势。也就

是说，获取抽象的财富，同时获得的是面向具体物的

分配优势。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当生产力发展面临

停滞时，便没有新的经济增量来支撑符号体系的存在

意义。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极有

可能发生——特别是当无产阶级获得不了足够多的经

济增量之时。同时，纯粹的关于存量的争夺，也会使

上层中部分群体的扩张引发另一部分的萎缩，也即出

现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上层中有人不断“沦为无产阶

级”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么改变符号体系

的运行规则，将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支持。所以，生

产环节是不容忽视的。符号与权力的问题，在传统的

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之内，反而会得到更有力的解释。 

 

五、总结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脉络，一直存在一种

将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机制从现实的“物质粗糙性”之

中抽离出来的内在冲动。无论是填充文化领导权的

“空位”的逻辑[17]，还是从“景观情境”的影响机制

来理解社会运行的方法论[18]，甚至如更早的、被称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畅

想的那样，对总体的理解成就总体行动的合理[19]，这

些理论都内藏着一种过分看重文化机制的冲动——一

种“颠倒”的冲动。象征交换理论及其延续——不可

能的交换，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建构尝试。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

临的基本困境所致，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处于低

潮，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出现在哪里的问题。于是，“建

构一个‘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成为当代

激进左派保持自身激进性的基础所在”[20]。于是，在

鲍德里亚的语境里，这种“非先验”性，就落脚于某

种“天然”的思维机制——象征交换机制。然而尽管

如此，我们仍需谨慎的是，任何背离了人的物质的“粗

糙性”理论建构，都会具有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因为，政权一定来自经济基础。 

在如何理解历史进程这个问题上，生产性维度、

物质性维度是不容忽视的。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所谈到的那样，即便共产党人掌握了政

治权力，仍然需要承担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任务，

增加经济总量以发展生产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

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有许多

局部的差异。以鲍德里亚为棱镜的分析，即折射出十

分普遍的问题，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理解

世俗利益，如何理解人的世俗性。 

 

注释： 

 

① 外罣(vaygu'as)为通行于太平洋岛屿间的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称

谓，多具体表现为项链或手镯。它并非日常贸易(金瓦利，

gimwali)的一般等价物，而专指总体呈献体系中的一般等价

物。毛利人也喜欢将其称作“通家(tao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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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stence conditions of power signs:  
The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between symbolic exchange theory and 

general present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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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mbolic exchang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of Baudrillard's semiotics and a well-known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power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Marxism. But there are two fatal explanatory vacancies in 

the theory of symbolic exchange: What is the cause of life and death adventure? And what is the change of symbols 

generated by the community?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n explanation, it seems that life-and-death adventure and "gift" 

thinking are both natural mechanisms. However, when examining its theoretical sources, Moss describes the "gift" 

mechanism precisely in that there is an explanation about life-and-death adven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ymbols of 

community formation. Moreover, Moss's descriptio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theory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Therefore, re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of 

understanding of power between Moss and Baudrillard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and enhanc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is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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